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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 我们目睹中国在习时代下进入两重“新常态” 方面 中国经济在后金融海啸时期增长放缓

利用、限制、改造：习时代下党和私营企业关系的演变

私营企业可能将比任何一个时候，更需要在营商之道以外，学习和掌握被统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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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我们目睹中国在习时代下进入两重“新常态”。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后金融海啸时期增长放缓，

但中国经济已达到的体量带来西方世界的怀疑和反制；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回归列宁式党国体制的传统，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新强调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

在这种局面下，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家——一种被原教旨共产党厌恶和敌视的阶级，和当今世界上最大的

执政共产党有著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和过去有何异同，未来将迈向何方？这些问题，触及习时代中共的

政治特质，以及中国政商关系的核心。本文从“利用、限制、改造”的角度切入，以最新学术研究、党和政

府领导人讲话、政策文件、经济数据和重大政经事件为基础，梳理习时代下的党和私企关系的发展轨迹和

新生事物，并展望之后的走向。

团结+利用：“五六七八九” 


在后天安门事件的三十多年以来，中共和私人企业的基本关系是，党放手让私人企业蓬勃发展，高度依靠

其在国民经济的作用，而壮大的私人企业亦巩固中共以经济增长为支柱的绩效合法性。在习时代，尽管“民

营企业退场论”一度甚嚣尘上，但习近平大抵延续和深化，而不是割裂了过去党国“团结+利用”私营企业的

策略，以此满足党国的现实需要。

在政治表述上，习近平高举“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又称“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

人”，以此重申党接受和支持民营企业的态度。在2018年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更引用经

济数据，高调反驳“民营经济离场论”，肯定私营企业的成就：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

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正因如此，政府仍然大量补贴私营企业；在制度层面，私营企业家仍然被鼓励入党，亦继续被统战到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各级人大和政协，毕竟“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

依靠的重要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亲”指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

业接触交往、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清”则指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

这种“团结+利用”的关系也许并不新鲜，有新意的反而是习时代下党利用私营企业的取向和形式有所不

同。过去，私营企业对党的贡献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在新常态下党更需要私营企业在产业升

级、科技创新发挥作用。过去十年，中共领导层一方面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界定为“高速发展”转型为“高质量

发展”，需要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认定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两者都需要私营企业的积极参与。在习时代下，中国针对战略新兴的产业政策全面铺张，2015年颁布

的《中国制造2025》和2016年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都是显著的例子，明确中国创新驱动

的发展目标。在多项创新科技项目领跑于国企的民营企业，自然是党和政府依靠的对象。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102/c64094-30377329.html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pages/gs-research/is-china-investable/report.pdf
https://dusselpeters.com/CECHIMEX/Naughton2021_Industrial_Policy_in_China_CECHIMEX.pdf


有趣的是，在支持私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方面，党和政府固然一直是深度参与的谋划者，但其参与的方式有

新的变化。过去，党和政府支持某一企业通常是拨地建产地园，提供税务优惠、补贴和银行融资渠道，但

近年党更常在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上扮演新的角色：机构投资者。

在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往往来自硅谷风格的风险投资；而在中国除了有近十年急速发展的私募基

金，还有国家级的风险投资——政府产业引导资金。这种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投资，往往先由不同级

别的党和政府机构发起作母基金，再带同社会资本作子基金，共同成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

其后，这笔钱交给市场化的基金管理人，即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负责运营和投资战略新兴产

业企业的股权，并同时付给两种费用，一种是基金管理费，另一种是绩效提成，而政府一般不参与基金日

常管理事务。

对党和政府来说，这是一种借用市场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的尝试。当中，比较著名的

有2014年工信部成立的“国家集成电器产业投资基金”，首期规模将近1400亿元。据统计，政府引导基金

经历2015年和2016年的井喷式增长，截至2021年共累计设立1,988支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45

万亿元人民币，认缴规模（或首期规模）约6.16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投资进私营企

业，支持他们发展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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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3日北京，市民进入购物中心前需要出示健康码。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除此之外，党同样需要私营企业服务于执政党在管治方面的需要。在2020年的疫情开始阶段，基于阿里巴

巴和腾讯平台的“健康码”就覆盖全国多个省市，令中国得以实施严苛的疫情防控措施。另一方面，互联网

企业的慈善亦越见规模，在2020年，百亿人次通过互联网平台募捐82亿元，其中就有腾讯和阿里巴巴这

些互联网巨头。

另外，伴随著过去十年逐渐迈向监控国家，党国亦需要购买私营企业最新的监控技术，满足其庞大的社会

监控需求。据统计，2016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监视设备市场，近万亿的中国市场规模，政府采

购占了60%。当中，私营企业几乎压倒性地主导了这个产业，海康威视、大华和宇视就占据了全球视频监

控市场份额大概30%。这些极具全球竞争力的监控设备企业占据供应链的主要环节，能提供各类先进的人

脸识别、多目标追踪摄像机等，让政府更加放开手脚，大规模兴建监控设备——私营监控企业，正是中国

监控型国家的基础。有学者更形容，中国监控设备企业与党国的关系令人联想起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只是这些设备是针对国民，而不是对外层面的国家安全。

简言之，习时代的党仍然需要团结和利用私营企业，只是具体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 


限制+打压：安全、安全与安全 


当然 ，团结和利用只是习时代党和私企的一个面向。事实上，过去十年，党对某些私营企业和某些行业私

营企业家的戒备、限制乃至整治，同样非常显著，以至于民间一度将这些举措和毛时代对待私营企业的作

法扣连。

然而，尽管习时代某程度复兴毛时代党的原教旨传统，如集大权于一身，强化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而习

近平一些由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手段同样有毛时代的影子。但是，简单将习时代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类比

成毛时代显然是刻舟求剑，两者有本质的差别。在毛时代，党从根本上否定私营企业的存在，防范和打压

资本家是因其剥削工人、存有资产阶级思想和腐蚀干部，因此要除之而后快。但在习时代，党戒备和压制

某些私营企业是以“安全”为名：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触及的是如何管治私营企业

的问题，而不是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

具体而言，党界定的的政治安全是保持党高层政治的稳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和在中国政治生活的最终权

威，并维持中国社会的绝对稳定。因此，习时代首要打击的是一批和中共高层政治菁英关系不寻常而又存

有“系统性风险”的巨型私企。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报告，很多中国巨型私营企业形成“类近黑手党的

商业系统”（Mafia-like Business Systems），当中包括组成复杂、分散而隐蔽的网状结构，掠夺国家和

社会资源，系统性地操纵金融系统，广泛的秘密活动，并和高层政治菁英构成互相威胁（Mu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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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angerment）的网络，以致这些企业更像是寻求短期个人利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而不是市场经济中

的“公司”。

2022年，肖建华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13年徒刑。网上图片

2017年于香港四季酒店被带走的肖建华及其“明天系”数十间公司，以及2018年被政府接管、邓小平的前

外孙女婿吴小晖任董事长、陈毅之子陈小鲁任董事的中国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安邦保险等企业，都多少具

备以上特征，而这两间私企皆受到严厉的打击。2018年，吴小晖被控集资诈骗、职务侵占，判处18年监

禁，而肖建华则在2022年，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和单位行贿

罪，判处13年徒刑。这些私营企业可能是习时代的党最痛恶的类别。

除了针对“类近黑手党”的巨型私企，党和政府还就私营企业主导的互联网行业、房地产和教育行业、游戏

产业的掀起一轮疾风骤雨式“监管风暴”。过去十年，一些互联网公司野蛮生长成庞然巨物，他们占据著社

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出行平台和新媒体平台。但近年要，这些互联网巨

头要不受到前所未见的限制，要不直接受到重锤打击。当中，最标志性的事件包括滴滴出行黯然退市、接

受重罚，蚂蚁金服全球最大IPO折戟，以及阿里巴巴创纪录的182亿元天价反垄断罚单。这些事件背后的逻

辑，不仅是党要确保网络和数据领域受到可控管辖，不受外国政府牵制，而且要防范互联网金融可能形成

“系统性风险” 制止互联网资本垄断市场 “无序扩张” 更根本的是 党要加强对互联网私企的政治规



系统性风险 ，制止互联网资本垄断市场、 无序扩张 。更根本的是，党要加强对互联网私企的政治规

训，重申党处在绝对上位的权力位置，不容许互联网私企游离、牵制甚至挑战党的政治和治理。

2021年9月11日中国北京，人们在玩线上游戏。摄：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自习近平执政而来，我们就目睹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习近平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执行部门的强势崛起，以及形形色色涉及网络和数据安全法例规章的陆续颁布出台，包括2017年的

《网络安全法》、2019年的《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和《数据安全管理办法》、2021年的《数据

安全法》和《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由此，近年来党在中国建立起可能是世界上最全面集权的网络空间

和数据治理体系，直接限制互联网私企的运作边界。当中，网信办既管控互联网私企的内容生产和传播

（意识形态和舆论控制），还重点监察数据的收集、储存和转移。根据官方文件，数据已和土地、劳动

力、资本、技术并称为五大生产要素，被视为党和政府的重要战略资产和基础设施。因此，在数据治理方

面，党不可能继续任由私营资本主导，更不能“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而要牢牢掌控在党政

机构手中。具体到政策的话，就是要互联网巨头上交演算法，采用“本地储存，外移审查”的数据政策，并

严格审批和监察互联网私企在海外资本市场的集资。

和互联网私企同样规模庞大而受到党的打击，还有房地产的巨头，背后的逻辑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安

全”——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驱动”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经济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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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计划。在宽松信贷政策的背景下，房地产私企一路举债飙涨，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

一。据统计，房地产与金融和地方财政高度捆绑，占比四分一的GDP、超过三分一的地方政府收入和近六

成的银行贷款。正因如此，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房地产成为“经济鸦片”一样的存在：尽管政府不时调控

降温，一旦政府需要在经济下下行周期刺激经济时，就会放手让控房地产行业扛起稳增长保就业的大任。

2017年11月1日，一名工人在广州塔附近的住宅和商业建筑前拉著手推车。图：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但2016年当党在中央财经会议提出“房住不炒”定位，并在2020年下半年落地房地产打击的政策，党非像

过去一样只是降温调整，而是试图根本地打压房地产私企高负债的发展模式，以及改变其在中国经济的角

色。首先是“三道红线”政策（三道红线指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

金短债比小于1倍），严控房地产企业新增债务规模，其后则卡死流向房地产资金的最高限额。在这样的打

击下，房价下跌、成交萎缩、楼房烂尾、银行坏账、断贷断供以及地方政府财政严重吃紧等问题仍在发

酵，而房地产私企，则面临严峻的流动性危机。

涉及“经济安全”而遭到遏制的，还有私营企业的一些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据《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中国已连续九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尽管整体来说国企仍占主导，但非公有经

济所占比例逐步上升。然而，尽管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鼓励国企和私企“走出去”，但党

对私营企业“国际化”并非一味鼓励支持。对于战略性的投资，党和政府当然支持和引导，但对于涉嫌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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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资产转移，党则限制和打压——虽然对一些私企而言，游走在国家监管之外的海外投资才是真正的“经济

安全”。如同周小川在2016的访问所言：“有一部分人由于信心、产权保护、原罪等问题，在谋求海外移

民、投资买房等；也有一部分企业家在海外投资收购企业，并不一定是因为比较优势转移或开拓市场，而

是在中国破产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自己采取了‘跑路’保护。”

2021年1月29日中国海口，海南航空飞机停泊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摄：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在2017年中旬，涉及海外并购热潮的安邦、万达、复星三间民企和海航、浙江罗森因“系统性风险”受到银

监会调查，重点关注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风险。最后，这些企业逐渐收紧、出售甚至退出海外

投资，而中国亦出台政策，规范和引导海外投资，尤其是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等境外投资，以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如果说，以上党对互联网、房地产私企和私企的海外投资的限制和打压都是出于各种“安全”考虑，那么近

年来针对教培行业、游戏行业和文化娱乐产业的遏制则指向另一种逻辑：一种大家长式的的“移风易俗”工

程。和过去的一个时期相比，近十年的执政党更著重以政策干预的方式“纠正”中国社会的风气。于是，对

教培私营企业的重击，即减少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和减少校外培训负担，被中国国家发改委将此称为“利刃出

鞘”，指其“斩断校外培训资本无序扩张之链”，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大量资本涌入教培，“贩卖焦虑和过度

宣传异化了教育的本质” 政策是对“民生痛点进行的 次纠正” 对游戏行业的收紧 包括限制儿童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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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异化了教育的本质”，政策是对“民生痛点进行的一次纠正”。对游戏行业的收紧，包括限制儿童玩网络

游戏的时间和严格审查审批游戏版号（2018年3月开始，游戏版号暂停审批，直到同年年底，而2021年则

被认为是最少的一年），背后的理据是“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培

养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至于娱乐工业，网信办则严厉整顿资本和流量高度集中的饭圈经济，限制其在互

联网平台的壮大，并冠以“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整治‘饭圈’乱象，清朗网络空间”的措辞。可以说，党

和政府越来越扮演“社会风气仲裁者”的角色，涉及社会风气面向的私营企业运作，很容易就受到限制和打

击。

总而言之，过去十年党限制和打压特定私营企业的特定行为自有其理性和脉络，但实施起来往往以不透

明、无法预测和不可反抗的“突然袭击”为特征。这里的重点是，党不但要监管风险，还要政治规训，并且

形塑社会风气。而置身其中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协商斡旋的空间，更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用法律工具作顽强

抵抗。未来五年，究竟党继续沿用这种运动式的监管治理，还是用一种更平稳、更可预期的政策手段，值

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2021年7月26日，北京一名背著书包的女孩站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一家店附近。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改造进行时？党建和黄金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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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时代，要求私人企业看齐党的路线方针是一个政治要求。在一份党对私人企业的统战文件中，就提到

要巩固扩大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共识：“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那么如何看齐呢？党的方案是：加强私营企业的党建。这意味著，党正试图

从组织性质和公司治理的角度改造私营企业。

在私营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在革命年代是策反和发动罢工的举动，如今则成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企业

治理体系”的一部份。根据中国公司法（1993年）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组织的地位具有法律和章程的依

据。但是，私营企业的重点从来是做生意赚钱，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就算企业家和党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

关系，甚至是中共党员下海经商，企业家也未必设立党组织——这件事既反习惯，也反市场，更不讨好，

甚至是“不务正业”。然而，这个局面在2012年习近平出任党主席前后开始改变。

这年初，中共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并由习近平主持相关

会议。这份文件的重点是，确立和拔高党组织在私营企业的角色定位是“战斗堡垒”，不但是企业职工群众

中的政治核心，更要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至于工作目标，文件要求大举推进党的组织和工

作覆盖：在50人职工以上的私营企业，要有党员；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企业，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因条

件暂不具备尚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则实现党的工作覆盖。

那么如何操作和实行呢？根据党媒报导，地方党委成立“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重点推进

私营企业集中的园区党建，即各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自由贸易区——据指2015年70%

的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半数以上从业人员集聚在园区。同时，党还从工商管理部门、行业部门、行业协

会、商圈、楼宇、街道社区入手，并专门招聘和指派“党建指导员”落地参与党建工作。而据端传媒访问一

位在广东珠三角城市从事党建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企业只要超过3个党员，就要建党支部，哪怕只有

1个党员，也可以把几个企业联合在一起，成立联合党支部。

通常，她会先劝说企业老板入党，如果不行再联系企业里的党员，确认好可以当党支部书记的“带头人”，

请他一起做老板的思想工作。因此，该党建人员会去街道办辖区的私企调查，了解他们公司有多少党员，

并劝说够资格的企业建党支部，甚至为他们准备成立党支部的文书材料，服务一步到位。据这位工作人员

了解，广东省在2018年提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第一年是争取覆盖

率（即对所有企业的情况登记在册），第二年建党组织，第三年要组织要开始运转，之后将有更加细致的

党建。

正是在这样由上而下的动员下，私营企业的党组织在数字上取得回响。根据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的等

部门主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从2012年的35.6%大幅升至2018年的48.3%。在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更有92%的企业设立党组织。而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另一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更有187.7万家私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短短五年间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占私营企业总数从半数左

右 迅速攀升到超过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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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迅速攀升到超过7成。

值得指出的是，党建热潮同样覆盖到互联网企业。据官方报导，互联网企业大省浙江有超过65%的互联网

企业建有党组织，覆盖1.5万多家企业，而全国百强网际网路企业普遍建立了党组织。当中，阿里巴巴公司

在2008年将党支部升格为集团党委；腾讯、京东、百度在2011年成立党委；网易在2013年底成立党委；

小米在2014年经“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委、海淀工委调研”后建议成立党委。在2017年，快手、

美团点评、哔哩哔哩等新锐互联网企业亦纷纷成立党组织。在201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网信办首次

在广东深圳召开全国网际网路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可见中共高层非常重视互联网企业的党建工作。

不过，尽管数据显示党组织大幅覆盖私营企业，但不代表党组织就取得实质的企业改造和政治控制，并将

私营企业纳入党的铁律体系。在很多时候，私人企业的党建和党组织只是将分散在企业内的党员重新聚

集，为他们提供空间、管理和服务，并举行各类型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而这些活动不必然受欢迎和

有实质意义，更何况企业主焦虑于生产营商而员工则忙于应付日常工作。

2021年6月17日，上海参观者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内宣誓。摄：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

另外，私营企业之所以配合建立党组织和党建，亦可能只是出于现实考虑。对内容为重的互联网企业来

说，党组织的建立和党员的活动可以展示自己紧跟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党重视的舆论审查和信息控制工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8/0326/c117092-29889441.html


作。例如，新浪微博党委在2017年成立“党委舆情研判小组”，而腾讯的信息安全管理团队则由公司党委副

书记挂帅，80%的团队成员是党员。这些举动都能表现互联网企业心中有党、政治挂帅——毕竟理论上党

组织和党员更能把握政治红线，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对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党组织的建立和党建活动，则有另一些实质的好处。根据一项基于安徽私营企业

的研究，在2013年安徽省委共派出10000名党建指导员参与私营企业党建。为减少企业主的戒心和防备，

党建指导员在企业内嵌入党组织的过程采用“服务导向”和“协助营商”的策略，即利用自身的官方身份网

络，提供具体的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援助和资源，如银行贷款、商业合作、技术支持或政治网络等，从而淡

化政治色彩。结果在短期看来，党建甚至更加有利于私营企业，而不是党，因为私营企业内的大多数党支

部只是做企业主希望做的，而不是企业主不想做的。至于党组织有多能加强党对私营企业的政治控制，仍

然是一个疑问。

在这个意义上，私营企业的党建可以是既应付党的政治要求，又有一定程度沟通和办事功能的纽带。正如

一家大型私营企业的党委书记所言，“民营企业老板最关注的是企业效益，只有当党建工作能够促进企业发

展、提高企业效益，老板才能真正重视和支持党建工作。”对现实的私营企业主来说，固然党组织的覆盖是

政治要求和趋势，但具体的运作方式除了取决于党的强制程度，还一定程度取决于党建是否有利于私营企

业主，以及私营企业的自主性。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私营企业纷纷建立党组织，但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和国企仍有巨大的差异。对私营企

业来说，党委、党组织更像是企业管理层或员工交叉任职的分支，而不是外来党组织直接嵌入企业内部、

参与日常商业决策的“夺权”组织。因此，党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和领导只是外部领导，而不像国企那样受内

部外部双重领导——国企的高层人事任命是党的干部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章亦明确指出，国有企业

党委（党组）的作用是“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以及“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针

对国企的党组织，据2019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更要求党建工作

写入公司章程，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并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

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相较而言，党章列明的私营企业党组织，只是“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

规”、“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等，其“领导”的角色和权力的地位还有很大的差别。

但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企，可以肯定的是党建促使和保证了企业“口中有党”，更加公开宣示政治忠诚，

展演对党和领袖的遵从、认可甚至崇拜。过去十年，我们见证党组织在私营企业覆盖布局，未来国企的治

理模式是否延伸至私营企业，改造私营企业的性质，值得进一步观察。

在党建以外，党对私营企业更直接的改造也许来自“特殊管理股”的入股。特殊管理股又被称为黄金股权，

一般是指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国家持有私营公司的股份，换取一些特殊的管理权、投票权和终极否

决权。在当代中国的脉络，则是中国政府入股私营互联网企业，借1%的股权任命一人进入董事会，确保能

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并且拥有否决权。目前，由国家网信办和财政部运营的“中国互联网投资资金”（中网

https://muse.jhu.edu/article/664742
https://www.chinanews.com.cn/m/gn/2015/07-06/7385625.shtml
https://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1/05/content_5466687.ht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019-opinion-china-internet-regulation/


投）或其关联企业至少在字节跳动和微博两间公司占据董事会席位。根据微博披露的公开资料，中网投关

联的公司有权在微博在国内的运营实体指定一名董事，虽然不会干预公司的一些正常商业运营，但在特定

内容决策以及特定未来融资中拥有一票否决权。

对党和政府来说，这种“特殊管理股”的作法是崭新的尝试，能令政府更加直接参与管理互联网内容公司，

保证互联网企业对党意识形态的全面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造方式似乎能让私营企业和党的分歧在企

业内部解决，不需令党和政府在事后出手干预，造成资本市场的激烈震动。

目前，这种特殊管理权的入股有多普遍，会否扩散到从事网络新闻和内容生产以外的公司，又是否真能成

功改造企业，我们所知不多。但无论是党建还是“特殊管理股”，都是党试图改造私营企业的举动，未来值

得继续关注。

2021年 2月25日，广西柳州，共产党员观看人大有关脱贫方面的大会直播。摄：Tai Kaixing/VCG via Getty Images

被统治的艺术：“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总结习时代党和私营企业复杂和多变的关系，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党正修改和私营企业的共识，既要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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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继续服务于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更要其促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确保其符合政治忠诚、政治安

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重塑社会风气等多重政治和政策目标。

而党最新的政治目标，很可能是二十大政治报告将著眼强调的“共同富裕”命题。自十九大后，中共就将矛

盾重新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为“共同富裕”的

命题提供论述基础。及至近两年，习近平在讲话和会议中提及共同富裕的次数显著增加，并首次提及三次

分配（即通过高收入人群的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对习近平来

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尽管具体的政策仍然模糊，但互联

网巨头们已纷纷表态跟进，腾讯、阿里、拼多多皆承诺将拿出千亿资金响应计划，不少私企也有大手笔的

捐款。展望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共同富裕”的厘定和推行将可能深刻改变党和私企的关系。

不过，在通往“共同富裕”之前，可能还是要先保证“富裕”。对私营企业来说，执政党政策带来的更加现实

的经济、人事变化和对外关系将影响私营企业的生存问题。一方面，在清零政策高举之下，中国经济增长

停滞，失业率攀升、消费信心下降，而房地产行业的打压可能冲击金融系统；另一方面，现年70岁、被视

为“亲市场”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鹤很可能在“二十大”后退出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线工作，这可能

进一步放缓本已减速的的市场改革。在国际方面，当中共越来越需要私企政治表忠，表达和中共和国家利

益的一致性，一些要“出海”的私营企业亦可能被认为是执政党的代理人，面对越来越大的戒心和防范。

面对如此复杂易变的局势，在“党领导一切”的下一个五年，党和私企的关系可能继续延续某种统治和被统

治的关系。说到底，私营企业是党“为我所用”的被统治者，需要“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究竟党是团结

和利用，还是限制和改造，取决于私营企业是否满足于党的政治和政策要求。正因如此，私营企业可能将

比任何一个时候，更需要在营商之道以外，学习和掌握被统治的艺术。


